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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中国古代世系学有两大类型:大宗世系学和小宗世系学。在以小宗

世系学和小宗谱法为主流的宋代, 曾经出现由小宗谱法向大宗谱法的某些传统和

原则回归的倾向, 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超越:既超越了宗族的实体性, 体现了历

史性;又超越了实体的宗族性, 体现了地缘性 。就原则和逻辑而言, 宗族关系的

泛化和虚拟化, 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

　　关键词:世系学　大宗世系学　小宗世系学　大宗谱法　小宗谱法

在中国传统的经学领域中, 宗族的世系问题一直是一个讨论热点, 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不仅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 而且还在制定身份和财产的继承制度方面, 提供了周密

的理论说明 。中国古代学者在世系学理论上取得的成就,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

是, 以往对中国古代世系学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较少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　大宗世系学

在世系关系的包容范围 、 祖先级别的认定原则和父系亲属集团成员资格的传递方式方面,

中国古代世系学可以分为大宗世系学和小宗世系学两大类型。《礼记·大传》 所说的 “别子为祖,

继别为宗”, 是大宗世系学的纲领;而 “继祢者为小宗”, 则是小宗世系学的纲领。由这高度精

炼的三句话所体现的两层含意, 构成了宗法 (即宗子之法) 庞大系统的基本框架。

“别子为祖, 继别为宗”, 是指在周代的层级分封制下, 长子承袭父亲之君位 (或侯位) ;未

能继位的次子 (或称公子 、庶子 、 支子) , 除留居父国担任某些要职者或未成年者外, 其余将受

封并世代食采于另地 。在政治身份上, 这些次子为世袭的诸侯或卿大夫;在父系亲属集团的世

系上, 他们被其后裔尊奉为始迁于该地的 “始祖” ;因其有 “别” 于继承君位的长子, 故称为

“别子” 。到别子的第二代, 其位亦由长子继承, 遂成 “继别” 者, “继别” 者为其后裔尊奉为

“宗” 。此即祖 、 宗两字的由来和本意。因 “继别” 而形成之 “宗” 代代相传, 永不中断, 即

《大传》 “百世不迁之宗” 之谓, 也就是 《仪礼·丧服经传》 所说 “持重于大宗者” 中的 “大宗” 。

东汉学者郑玄注 《礼记·丧服小记》, 简明扼要地阐发了经文的奥义:

诸侯之庶子, 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者, 公子不得祢先君也。别子之世长子为

其族人为宗, 所谓百世不迁之宗。

晋代学者杜预著 《宗谱》 一文, “大宗” 之所指, 已经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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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子者, 君之嫡妻之子, 长子之母弟也 。君命为祖, 其子则为大宗①。

此文中的 “君”, 泛指分封制度下形成的政治身份, 包括国君 、诸侯 、 卿大夫等 。魏晋时代的著

名学者贺循, 曾著 《宗义》 一文, 对 《礼记》 的宗旨也谈得相当清楚:“古者诸侯之别子, 及起

于是邦为大夫者, 皆有百代祀之, 谓之太祖 。太祖之代则为大宗, 宗之本统故也。”②

及至唐代, 孔颖达对 《礼记》 的研究更显深入 、 成熟 。他对经文和郑注, 作了系统明确的

疏证:

百世不迁之宗者, 谓大宗也。 ……大宗是远祖之正体 。③

别子为祖者, 谓诸侯 子之弟, 别于正 , 故称别子也。为祖者, 别与后世为始祖 。

谓此别子子孙为卿大夫, 立此别子为始祖。④

继别为宗, 谓别子世世长子恒继别子, 与族人为百世不迁之大宗 。⑤

由上可知, “大宗一系是由承继别子 (始封之祖) 的嫡长子 (大宗宗子) 所组成的。全族的

共同组织, 全族的男系后裔, 都包括在此宗体以内, 为全族所共宗;可以说是最综合的, 最永

久的”⑥。这就是 “大宗” 之所以为 “大” 的根据和意义 。

对中国历史实际进程的研究表明, 以上所说的以别子认定和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大宗制度,

具有非常浓厚的理想色彩;虽然不能说毫无现实的依据, 但很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 或很短

的时期内曾经付诸实施。这是因为 “别子” 只能产生及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中 。

一旦取消了层级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 就无所谓 “别子”, 因而也就不存在 “远祖正体” 意义上

的 “大宗” 。除了少数特例以外 (如曲阜孔府衍圣公一系) , 一般说来, 秦汉以后, 大宗身份的

认定和继承, 已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有些

论著将天子视为 “天下的大宗”, 是不确切的 。天子不是别子, 他的 “宗 (尊) ” 位无须依靠宗

族意义上的 “世长子” 的认定才能获得。 《礼记·大传》 :“君有合族之道,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位也。” 郑玄注:“君恩可以下施, 而族人皆臣也, 不得以父兄子弟之礼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

所以尊君别嫌也 。” 我们在追溯长子继承法的形成轨迹时, 固然可以将天子君位传承方式的演变

作为观察的一个侧面⑦, 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宗法都不能仅仅归结为长子继承法, 否

则宗法就宽泛到失去了它特定的历史规定性, 宗法是关于别子认定 、 宗子继承的法则, 宗法或

宗子法不可能包括天子。

然而, 由 《礼记》 等经典所阐发的大宗理论, 却对中国古代的世系学传统造成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大宗虽不再如周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个特殊表现形

态, 但大宗的认定和继承原则却逐渐浓缩成一种重要的宗族世系学类型, 即大宗世系学 。它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大宗是宗族世系的主干 。只要大宗一系存在, 就象征着宗族直系的存在。《礼记》 关

于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以及 “从宗合族属” 的论述, 就阐明了大宗对于宗族世系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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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或父死子继, 或一继一及, 或兄终弟及等, 详见拙著 《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5章 《宗法继承制度与宗

族世系排列方式》 , 学林出版社, 1991 年, 129—144 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中华书局, 1981 年, 19 页。

《礼记·丧服小记》 疏, 《十三经注疏》 下册, 1495 页。

《礼记·丧服小记》 疏, 《十三经注疏》 下册, 1495 页。

《礼记·大传》 疏, 《十三经注疏》 下册,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2 年, 1508页。

《全晋文》 卷 88,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 册, 1973页。

《全晋文》 卷 43,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 册, 中华书局, 1985年, 1705 页。



有的根本意义。即便在周代以后的实际生活中真正含义上的大宗已无从谈起, 但从直系的延续

角度来标志宗族的合理性与历史性, 始终是宗族传统最基本 、 也是最核心的要求。

第二, 大宗的基本范畴是继嗣 、 继统和百世不迁, 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大宗不能无后;如别

子或继别者无嫡子, 则须从旁系或近支宗亲中选择条件适当者充当 。这种对于大宗一系继承者

的特殊安排, 称为 “置后”①。秦汉以后, 大宗的置后规则被广泛地运用于普通的宗族继承实践

中, 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继嗣和继统制度。这里所说的继嗣, 是指继承祖先的血统,

亦即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族世系延续;继统是继承宗子一部分具体的财产与宗务管理权②。必须强

调指出, 在礼学经典中, 置后法则本来主要是对大宗继嗣所作的一种特殊安排, 但后来则演变

成了宗族全部世系继嗣法则所遵循的基础。

第三, 与以上二点密切相关, 由于大宗世系学特别强调祖宗 、子孙的一系和一体观念, 因

此在伦理上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力量, 被认为是实现尊祖 、敬宗 、 收族三阶段目标的必经之路,

对构成联宗的伦理基础影响甚巨。兹录清康熙三十二年 ( 1693年) 史在矿等编 《史氏谱录合编》

卷6所载康熙四年 ( 1665年) 《史氏谱录合编序》, 以见其主导联宗的基本思路:

太极剖而仪像分, 仪像分而庶类蕃, 纷纭错综, 不可端倪, 而其初浑涵者一极也。是

故乾父坤母, 肇育六子;六子蕃, 变区六十有四 。乾坤者, 大宗之本;六子者, 小宗之支

也。而圣人必曰:“ 《易》 有太极 。” 极者, 太祖也, 生生之本也 。物本乎天, 天人本乎祖,

其道一也。生人之初, 茫昧惝恍莫可考, 已自得姓之始则为族, 太祖犹之极也。 ……我史

氏自周太史锡姓来, 代有闻人, ……将相王公, 接踵蝉联;勋猷茂著, 族姓蕃衍。而浙之

东西与今之散处四方者, 多为八行太史后;则甬东为诸宗之大宗, 溧阳又为剡 、 甬 、 宣 、

饶诸宗之大宗, 京兆杜陵又合南北宗统为一大宗。而我祖之以周太史锡姓始者, 实为史氏

太祖, 千百亿世咸归本焉, 以为两仪攸判之太极者也 。

以 《周易》 之太极比喻本族得姓之太祖, 以乾坤演变为六十四卦比喻子孙蕃衍, 显然是走宋明

理学 “理一分殊” 的路数;在分迁各地的史氏宗族中, 居然出现三层各有统属的大宗, 显然将

大宗之法中的 “别子”, 等同于历代移民中的始迁祖。这都是一些牵强 、 随意而不严谨的说法③。

不过, 从这种颇带玄学色彩的阐述中, 我们却可以清楚地发现大宗世系学的底本。

另外, 大宗世系学对联宗形成处理世系问题的基本立场, 也发生过关键性的影响 。在一些

相当完善而且成功的联宗案例中, 对大宗世系学的回忆 、 憧憬 、向往和复归, 一直是联宗发起

者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和心理支柱, 其分量至少不会轻于联姓传统。当然, 他们所宣称的大宗世

系学已不是历史上的 “原本”, 而是经过反复修正的新的 “版本” 。

秦汉以后, 大宗世系学的所谓 “原本”, 基本上已脱离了原型, 只以一种理想的状态保留在

儒家经典中, 而不再是社会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即便是孔府的衍圣公世系, 也只能说大致地接

近先秦时代的大宗之法, 因为在孔府的后裔中, 也有内孔 、 外孔 、 真孔 、 伪孔之分, 也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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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洵 《嘉 集》 卷 14 《大宗谱法》 所列大宗三世,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牵强。 《嘉 集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 389 页。关于别子与一般意义上的始迁祖的区别, 可参见纪大奎 《宗法论》

之五:“凡始迁他国, 即当为他国之始。彼已去其邦族, 无复有宗之义, 恶得更言别子也。” 《皇朝经世

文编》 卷 58, 礼政 6, 宗法上。

关于继嗣 、 继统在民法上的具体含义, 可参见叶孝信主编 《中国民法史》 1 章 5 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82 页。

清儒汪琬有 《置后解》, 称 “古者大宗而无后也, 则为之置后” 。详见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 59,

礼政 6, 宗法下, 清光绪乙未 ( 1895 年) , 积山书局石印本。



在着世系真伪之争①。宋明以后的人们在编撰族谱时也常常提到 “本族大宗” 云云, 这类 “大

宗” 的意义与 “原本” 相比明显地经过了修正和转换 。如明崇祯六年 ( 1633 年) 陈祖苞 《陈氏

家乘·原序》 所讨论的,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宗之法肇自别子 。古别子者有三, 而他国来仕者居一焉;然有身徙他郡, 长子孙为

世望族者, 其视此何异哉 ?不宁惟是, 或世系屡绝屡续, 至其人而世次可纪, 亦与始为大

夫者等, 是故大宗之法天下举得而用之 。

陈祖苞所认可的 “大宗”, 其实是小宗 (详下节) 。 “大宗之法天下举得而用之”, 并不说明

大宗之法可以恢复, 只说明大宗之法可以被参照 、 借用, 其历史原意已被抽空, 只剩下了形式

和外壳 。在这个意义上, 许多宗族理论家关于 “三代以降, 宗法不明” 的感叹②, 其实是受了儒

家所设计的理想状态的误导。大宗之法之所以 “不明”, 其根本问题, 是其存在前提与客观现实

之间已出现了不可跨越的距离。按清儒秦蕙田的说法, 大宗之法 “诚三代以上之言, 不可行于

后世”, 最基本的原因有二:

古者有井田, 有世禄。井田法行, 则人无兼并;世禄不绝, 则宗无削夺 。有世禄者皆

卿大夫也。《礼》 别子为祖, 别子者本国公子 、 他国公子, 庶人崛起, 皆卿大夫也。卿大夫

则有圭田以奉祭, 有采地以赡族;其禄受之于君, 传之于祖, 故大宗百世不迁, 而立后之

法重焉③。

“井田” 是经济制度, “世禄” 是政治制度 。西周的这两大制度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后人

已不得其详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它们曾经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 既象征着周天

子的最高法权, 又表现为封建性质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形态。大宗之法以这两大制度为立足点,

是符合历史逻辑的。随着这两大制度的改变和消亡, 真正意义上的大宗之法就失去了存在的现

实条件, 而只能保留在历史文献和学者们的心目之中。但如上所述, 大宗之法并未成为历史的

陈迹 。它在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批评的一个理论范本的同时, 还深刻地影响到了联宗理论的构筑。

二　小宗世系学

与突出体现永不中断的宗子继嗣系列的大宗世系学相比较, 小宗世系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在

“无后” 的情况下宣告中断。小宗世系学的基本范畴是迁易 、 减杀和限制, 目的是划定一个明确

的实体性宗族的框架 、范围。其性质和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小宗世系包容的世代范围较大宗为 “小” 。在理论上和谱牒的记录方式上, 大宗是综

合的 、永久的, 所有源于始祖的子孙都可以包容在大宗的范围之内, 因而是无限的;而小宗的

世代和范围则有明确的限制, 因而是变动的 、 非永久的。《礼记·大传》 在界定大宗 “百世不迁”

基本性质的同时, 也界定了小宗变动的范围:“别子为祖, 继别为宗, 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

迁之宗, 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 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 百世不迁者也 。宗其继

高祖者, 五世则迁也 。” 《礼记·丧服小记》 与此文字大同小异 。郑玄注 “继祢者为小宗” :“别

子, 庶子之长子为其昆弟为宗也。谓之小宗者, 以其将迁也。” 郑玄注 “有五世而迁之宗, 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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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秦蕙田:《辨小宗不立后》 , 《皇朝经世文编》 卷 59, 礼政六, 宗法下。

明隆庆四年 ( 1570年) 《武口王氏统宗世谱》 载元成宗元贞元年 ( 1295 年 ) 王应龙撰 《丰洛王氏族谱

序》。

详见何龄修等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孔德懋 《孔

府内宅轶事》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12 、 13 页。



高祖也” :“谓小宗也 。小宗有四, 或继高祖, 或继曾祖, 或继祖, 或继祢 。皆至五世则迁。”

根据 《礼记》 经文和郑注, “小宗” 之 “小”, 是指在世系的认定上有一个明确的世代界限,

即五世。若越出五代, 继高祖之小宗及其一系, 即与 “我” 失去近亲的资格, 成为五服之外的

同宗疏亲, 此即称之为 “迁”。依世代的变化而 “转迁” 、 “递迁”, 是小宗的基本特征①。孔颖达

《礼记·大传》 及 《丧服小记》 疏:

五世则迁之宗者, 谓小宗也。 ……大宗是远祖之正体, 小宗是高祖之正体 。

继祢者为小宗, 称谓别子之庶子, 以庶子所生长子继此庶子, 与兄弟为小宗 。谓之小

宗者, 以其五世则迁, 比大宗为小, 故云小宗也 。

所谓 “远祖之正体” 、 “高祖之正体”, 代表了大宗 、 小宗在象征意义上的等级之差, 同时也

表示在祭祀上享受着不同的级别②。上一节引贺循 《宗义》 一文中, 也有对小宗的说明:

太祖之代则为大宗, 宗之本统故也 。其支子旁亲, 非太祖之统, 谓之小宗。小宗之道,

五代则迁;当其为宗, 宗中奉之, 加于常礼 。平居则每事谘告, 死亡则服之齐衰, 以义加

也③。

第二, 小宗将宗族世系的实际包容范围作了明确划分, 由此说明一个具有实际生活范围和

财产约束关系的宗族, 并不是广义的同姓集团, 其亲属范围不应该是无限的。根据小宗世系学

的规定, 一个宗族应限定在五个世代 、 四个小宗系列范围之内 。《礼记·大传》 :“五世袒免, 杀

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 郑玄注:“五世高祖昆弟, 六世以外亲尽无属名 。” 孔颖达疏:“五世

袒免杀同姓也者, 谓其承高祖之父者也, 言服袒免而无正服, 减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者,

谓其承高祖之祖者也, 言不服袒免, 同姓而已, 故云亲属竭矣 。”

这虽然是在讲丧服的服制范围, 但这种服制的基础, 显然反映了小宗世系的基本原理 。随

着世代的延伸, 一部分族人会溢出五服的范围;处于五服范围内外的族人之间的关系, 就不再

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族关系 。 《丧服小记》 “祖迁于上, 宗易于下”, 就用两个动词 “迁” 、 “易”,

概括了这一动态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 五世代 、 四小宗可以代表具有生活和财产共同体性质的

宗族范围, 因此也包括了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家庭 。杜预 《宗谱》 所谓 “小宗, 一家之长也,

同族则宗之”, 即为此意 。而一脉相承 、永无止境的大宗系列, 只能以具有某类特殊身份者 (指

“继别为宗” 者) 为对象, 它不过是在血统的共同性上象征了宗族整体而已 。换言之, 宗族成员

之间真实的世系联系和生活范围将由小宗世系系列来体现, 而大宗世系因一切围绕着宗子排列,

故而有可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一个虚幻性的公分母, 也就是共同的 “姓” 。 《礼记·大

传》 所说的 “系之以姓而弗别, 缀之以食而弗殊, 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 可以概括大宗世系的

实际功能 。

第三, 大宗世系与小宗世系在世系侧重点上的一个显著区别, 是大宗世系主要体现宗子的

继嗣系列, 和与宗子有关的全部旁系及其子孙后裔。如苏洵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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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全晋文》 卷 88,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 册, 1973页。

《仪礼·丧服经传》:“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

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 卑者尊统下, 大宗者尊之统也。” 《十

三经注疏》 上册, 1106页。

按 “转迁”, 见于班固 《白虎通德论》 卷 8 “宗族” :“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 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

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 皆为小宗, 以其转迁, 别于大宗也。” “递迁” , 见于清儒万斯

大 《学礼质疑·宗法八》:“人之生无不始为孙 、 曾, 其后渐为祢 、 祖, 有递迁而无顿易。” 《清经解》

1册卷 49,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8年, 323 页。



大宗之法, 冠以别子, 由别子而列之, 至于百世而至无穷;皆世自为处, 别其父子,

而合其兄弟 。①

而小宗世系则以五个世代的直系和四个并存的旁系, 来表现一个有限的实体。中国先秦时

代的学者对宗族内涵, 有非常深刻的揭示。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从亲属关系等级的角度涉及宗族

内部结构最早 、 最权威的文献根据, 是 《礼记·丧服小记》 中关于 “亲亲, 以三为五, 以五为

九。上杀, 下杀, 旁杀, 而亲毕矣” 的记载。文中 “三”, 指父 、 己 、 子三代; “五”, 指祖 、

父 、己 、子 、孙五代;“九”, 指高祖 、 曾祖 、祖 、父 、己 、 子 、 孙 、 曾孙 、玄孙九代②。这是指

直系宗亲世系, 为宗族的主干。 “杀”, 减杀 、 疏远以至逐渐终止 ( “亲毕”) 之意 。由己往

“上”, 直系宗亲世系关系至高祖终止;由己往 “下”, 直系宗亲世系关系至玄孙终止, 亦即郑玄

所谓 “六世以外, 亲尽无属名” 。

应该注意的是 “旁杀” 。“旁”, 本人之旁系宗亲之谓。其范围依据直系宗亲上述世代规模,

共有四个旁系, 即:同父的第一旁系 (兄弟一系) , 同祖父的第二旁系 (叔 、 伯及堂兄弟一系) ,

同曾祖父的第三旁系 (从族祖父及再从兄弟一系) , 同高祖的第四旁系 (从族曾祖父及三从兄弟

一系) 。出此范围, 有实际约束意义的旁系宗亲关系即告终止 ( “旁杀”) 。所有的直系和旁系男

性亲属都包含他们的配偶 、子女 (原则上女儿必须是未婚的) 。从实际的生活状况出发, 强调现

实生活中宗族世代和亲属数量的有限性, 无论是对直系还是对旁系, 都遵循严格的 “限制” 原

则, 是小宗世系学最重要特征之一 。而大宗世系学只着重于表现宗子身份的 “无穷” 性质, 对

与宗子有关的宗亲关系不存在 “迁” 、 “杀” 的问题。此即苏洵所谓 “大宗之法三世, 自三世而

推之, 无不及也;人设二子而广之, 无不载也”③。由此可知, 在一个体现了父系单系世系原则

的亲族集团比如中国宗族内部④, 宗亲关系既不是单线的, 也不是无限的。其中有上下世代之间

的直系世系关系, 总世数为五, 还有同一世代之间平行的旁系世系关系 (同父) , 和不同世代之

间斜行的旁系世系关系 (同祖 、同曾祖 、同高祖) , 总支数为四。没有直系和旁系世系, 当然不

能构成宗族;不对直系和旁系世系进行必要的限制, 同样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族。

清代学者毛奇龄对小宗世系问题作过系统的总结:

宗为兄弟设, 人皆知之。故郑注亦曰 “小宗者别子之长子, 与其兄弟为宗。” 而孔疏于

“五世迁宗” 之下, 亦云小宗有四:“一是继祢, 与亲兄弟为宗;二是继祖, 与同堂兄弟为

宗;三是继曾祖, 与再从兄弟为宗;四是继高祖, 与三从兄弟为宗 。” 夫惟各族各立宗, 各

从立族者起世。则一父之子, 继祢者必亲兄弟宗之为一世;继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为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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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第一节所述, 所谓单系世系, 是指一个亲族集团的成员根据来自父系 (男系 ) 或母系 (女系) 任一

方的世系关系来确定与祖先的关系, 因此父系 (男系) 世系就是根据父 、 祖 、 曾祖 、 高祖 、 高祖以上

的序列来追溯本人与祖先的关系, 并以此与所有具有同样关系的人 (与己同父 、 同祖 、 同曾祖 、 同高

祖者 、 同高祖以上者) 结成父系单系的世系系列。 显而易见, 中国宗族虽然可以认定属于父系单系世

系范畴, 但其内涵远比西方人类学所了解的任何一种实例都要丰富 。

苏洵:《嘉 集》 卷 14 《大宗谱法》 。曾枣庄 、 金成礼笺注:“ `自三世而推之' 至 `无不载也' , 谓老苏

自列之 《大宗谱法》 虽仅三世, 然若按此法推演, 则可及于四世 、 五世以至百世而不迁;虽每人只设

有二子, 一嫡一庶, 然若按此法而增广, 则他庶子无不遍载。” 《嘉 集笺注》 , 390 页。

按:三 、 五之数, 无疑指三世 、 五世, 但 “以五为九” 则不同。这里的 “九” , 主要是从谱系上对世系

的追叙, 而非实际生活中所实有。直系亲属可以有九类, 但世代数则仅有五。程瑶田 《仪礼丧服文足

徵记·丧服穷杀差等生于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表》:“九者虚位也……以五为九, 非于五之外又加之而至于

九也。” 是为确论。详细论证参见拙文 《论 “九族” 今古文说》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7 年 2 期。

苏洵:《嘉 集》 卷 14 《大宗谱法》, 《嘉 集笺注》, 388 页。



可由是而推于尽, 为五世迁宗之法 。①

如果没有 “五世迁宗之法” 的配合或限制, 直系的延伸将变得无穷无尽, 事实上将使亲族

团体无法运作而失去实体意义。中国宗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实在的祭祀和生活共同体, 与 “以

三为五, 以五为九” 的直系规则和 “五世迁宗” 的旁系规则之间存在互为约束的机制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 。中国宗族在父系单系世系的范围内达到或可以达到的规模, 亦即宗族关系与非宗

族关系的界限, 是通过所谓 “上杀” 、 “下杀” 、 “旁杀” 和 “迁宗” 之类规定表现出来的 。“杀” 、

“迁”, 就是对自然形成的亲属系列的一种有意识的限制, 曾巩将此限制称之为 “节”, 所谓 “服

尽而戚单者, 所以节人之常情, 而为大宗 、 小宗之数”②。欲理解中国宗族这一典型的父系单系

世系集团的结构特征, 直 、旁系世系的相辅相成和对世系数量的限制, 实为不容忽视之一大关

键。一个业已形成的 、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宗族实体, 就是小宗世系学的客观基础;

体现于这类宗族内部的世系原则, 也就是小宗世系学 。小宗世系学对于在中国宗族世系理论中

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现代社会人类学界定的 “世系群” 一词之不能完全涵盖中国 “宗

族” 的根本原因, 也在于此。

在整个宗族的 “函数” 对应关系中, 直系世系相当于一个 “常数”, 而旁系世系则相当于一

个 “变数” 。此变数的大小不仅将影响到整个宗族的规模和结构特征, 而且还是常数之所以为常

数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宗族的规模 、 结构特征 、 在现实生活中该宗族所能达到的

实际规模以及由此规模体现出来的分支 、 分房 、分家特征, 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旁系世系的

状况。其中对于宗族类型具有直接意义的, 可能就是兄弟的数量, 及其由兄弟婚后分别组成的

独立家庭的数量 。在传统宗族伦理的要旨中, 旁系世系中第一或第二旁系的兄弟关系对宗族生

存之道实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

第四, 就发生学而言, 小宗世系学与大宗世系学一起, 构成了中国世系理论的整体 。它们

不仅同时发轫于先秦儒家礼学经典, 而且在理论逻辑上也互为补充。但是, 这两种世系理论所

依托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并不相同。关于大宗世系得以形成或消亡所需要的客观条件, 已见

上节, 此不再赘述。小宗世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先秦时代已经大致完成, 说明其发展基础在

此之前就已具备, 只不过在唐末以前特重同姓的时代风潮下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小宗世

系学的真正发达, 是在唐末五代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 重提小宗

世系学, 主要是为了济大宗世系学之穷 。

唐宋之间是长达七十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 ( 907—979年) , 连年的混战, 导致黄河流域及长

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动加速, 迁移频繁 。原有的经济文化格局和社会结构变动加剧, 魏晋以来

“北土重同姓” 的局面也随之发生变化 。但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在未受战火摧残或摧残较

轻的长江以南 、 岭南和西南部分地区 (如南唐之闽赣地区 、吴越之江浙地区 、南汉之粤桂地区 、

前后蜀之四川盆地等) , 许多历史悠久的大族通过避入山林荒野而躲过战乱, 保存延续下来, 到

北宋开国 、 社会局势稳定以后才陆续出山, 报效新朝 。南宋陈傅良后来特别提到北宋建国七八

十年以后人才突然涌现于东南地区的现象:

方国家肇造之初, 将相大臣多西北旧族, 而东南未有闻者。既而天下平, 七八十载之

间, 而范公起吴, 杜公起越, 欧阳公起庐陵, 孙公起富春, 盖汉一大郡之地, 而二三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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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曾巩:《公族议》 , 《全宋文》 29 册卷 1255, 巴蜀书社, 1992 年, 394页。

毛奇龄:《大小宗通绎》 , 《清经解续编》 1 册卷 23,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8 年, 94 页。



皆极一时之望, 于是东南人物遂擅天下①。

起于 “吴” (今江苏苏州地区) 的范公, 指范仲淹;起于 “越” (今浙江东部地区) 的杜公, 指

杜衍②;起于 “庐陵” (今江西吉安 、 泰和地区) 的欧阳公, 指欧阳修;起于富春 (今浙江西部

地区) 的孙公, 指孙鹗③。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宗族, 是江西庐陵的欧阳氏。欧阳氏在五代时

虽然没有遁入山林, 却也默默无闻蜇居于乡间, 有过一段非常委屈的经历, 一直到宋初才入朝

出仕 。

隐居固然使宗族组织得以保存, 安然度过乱世, 但各同姓宗族之间的联系 (包括宗法性质

的和其他互助性质的联系) 却不可能保全 。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制约下, 以实体性宗族为基础的

小宗世系学, 就取代了大宗世系学, 上升为世系理论的主体。大宗世系学的消亡和小宗世系学

的兴盛, 都是自然的历史过程, 并非某些学者有意为之的结果 。大可不必像苏洵那样, 将责任

完全归之于学者的失职④。

作为一个实体, 宗族不仅需要通过大宗世系来表示拥有一个共同的姓氏, 更需要依靠小宗

世系来表示一个确定的范围。只有根据小宗世系, 才能确切地划分此族与他族的界线 。严格说

来, 这是宗族世系理论题中应有之意, 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大宗世系年久失传, 因而只能以小宗

世系补而叙之的 “不得已” 手段。所谓 “世次荒邈, 则统序脱略, 莫能纪远, 故多叙小宗”⑤ 的

说法, 在个案的追溯上固然有充分的证据, 但就一个完整的宗族世系理论来说, 其实并非意外,

更非异常 。

三　两种谱法类型

众所周知, 建立在姓系学基础上的通谱 ———一姓系谱, 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其功能主要

是以记录同姓者的身份和地缘分布, 来满足政治性的需要。本文所讨论的世系学也产生了相应

的谱牒, 即世系谱。世系谱通过记录某一宗族内部的世系传递过程, 来实现团结宗族全体 (或

宗族的某一分支) 成员的目标。由于记录世系的方式有大宗世系和小宗世系两种, 因此, 这类

谱牒的编撰方法也可区分为大宗谱法和小宗谱法 。

清初经学家万斯大指出:

宗者, 统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 祖分而祭亦分, 故一族不止一宗 。

谱者, 志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 祖分而族不分, 故一族可同一谱 。由

是以观, 宗法与谱法原不相谋 。而拘拘执宗法以为谱法, 虽曰师古, 其如未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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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万斯大:《学礼质疑·宗法八》, 《清经解》 1册卷 49,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8年, 323 页。

清康熙三十二年 《史氏谱录合编》 卷 6, 康熙二十八年史许序。

苏洵 《嘉 集》 卷 14 《大宗谱法》 :“由谱知其先, 以及其旁子弟, 以传于后世, 是古君子之所重, 而

士大夫之所当知也。以学者之事不立, 而古君子之所重, 与士大夫之当知者随废, 是学者之罪也。”

《嘉 集笺注》 , 389页。

孙鹗字齐贤, 以奇文远策见用于吴越武肃王钱 , 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学, 以太府少卿致仕。死后葬会

稽南山, 子孙遂以山阴名谱, 范仲淹曾撰 《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 , 收入 《范文正公集》 卷 14,

丛书集成初编 2359 册。

杜衍字世昌, 宋真宗大中祥符进士, 仁宗时任御史中丞 、 枢密使, 后拜同平章事, 以太子少师致仕,

封祁国公。《宋史》 卷 310 有传。按浙东杜氏是当地名族, 存世 《杜氏族谱》 数十种, 详见 《中国家谱

综合目录》, 中华书局, 1997 年, 101页。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 卷 41 《跋孙氏志述》,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83册。



万斯大所说 “宗法” 的主要内容是分祖 、分祭, 包括大宗和小宗两种法则;而 “祖分而族不分”

的 “谱法”, 所体现的主要是以 “合” 为宗旨的大宗之法 。小宗之法的原则是区分不同的祖 、

宗, 大宗之法的原则是统合所有的子 、 孙, 在这一点上, 宗法和谱法确有 “不相谋” 之处 。不

过, 万斯大在宗法与谱法之间作截然的区分, 过于绝对, 既不合情, 也不副实。宗法中大宗之

法的文本记录方式, 是为大宗谱法, 小宗之法的文本记录方式, 即为小宗谱法;大 、 小宗之法

都以 “收见在之族” 为共同的功能目标, 对 “族人之世次” 同样关注, 仅是在着眼点 、截取的

范围和记录的方式上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

(一) 大宗谱法

大宗谱法的最主要特点, 是强调宗族始祖的来源以明血统, 表现宗族直系主干的延续以明

继嗣, 不设宗系世代的限制以明永远 。在此目标下, 对于世系的追溯范围因而可以是无限的 。

在美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世系观念中, 就有一种关于亲族的 “范围甚至可以是无限的”

看法。布朗所谓的 “无限”, 主要是指 “通过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连接而形成的一种世系关系

网络”, 相当于苏洵所说的 “父子者无穷者也” 的意思①, 并不是指中国宗族这类典型的父系单

系世系组织内部直 、 旁系交叉的世系网络, 更不是指由大宗世系的延伸所表现出的不许中断的

宗子继嗣关系。两种 “无限”, 在理论上具有重要区别 。大宗 “无限” 的追溯范围, 是要包含共

同始祖之下的所有直 、旁系宗亲;它希望实现的功能, 除了说明宗族存在的根据以外, 主要是

为了唤醒宗族成员的历史感和归属感, 表达 “吾宗之所由来, 源清而流自不紊” 的自信 。这段

话见于元朝徽州著名学者方巨川所撰 《联墅方氏源流序》②;同时, 由于山东曲阜孔府衍圣公谱

是在官方保护下绝无仅有的一部最典型的大宗谱, 因此方巨川将大宗谱法的规则生动地比之为

“曲阜谱式” 。很显然, 在对祖先 (包括远祖 、 始祖 、 始迁祖) 的追溯方式上, 大宗谱法的原则

与 “联姓” 原则具有某种类似性, 即希望尽可能多地包罗所有后裔。当然, 联姓涉及的范围远

比大宗谱法的范围要宽泛, 因为它基本上只考虑姓号相同这一个标准, 以致于在许多非共同始

祖的同姓者之间也有机会进行联姓 。冒认 、 滥认之层出不穷, 即因此而生 。在这方面, 大宗谱

法毕竟对认准世系的共同性存在着一定的要求。但是, 如果真的如布朗所说, 在谱系的记载上

出现了 “无限” 长的大宗世系, 那么除非每一环节都持有确切无误的文献证据 (这一点在中国

漫长的岁月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尤其是对那些历史悠久 、 并有过若干次 “统序脱略”

经历的著名宗族来说, 更是如此) , 否则并不能保证它具备应有的真实性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宗

世系也就差不多成了联姓的记录。

事实上, 对联姓所进行的姓系学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 《礼记》 、 《仪礼》 等儒家经

典所阐明的大宗世系理论以后才得以成立的, 虽然两者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 随着姓系

谱退出谱牒编撰的主流, 大宗谱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苏洵 《嘉 集》 卷 14有 《谱例序》, 谈

到过唐末 、宋初的谱学状况:“盖自唐衰, 谱牒废绝, 士大夫不讲, 而世人不载 。于是乎由贱而

贵者耻言其先, 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 而谱遂大废。” 因 “唐衰” 而 “废绝” 的谱牒, 主要是指

与大宗谱法有密切的历史渊源的姓系谱。豪右当道之时, 同姓者趋炎附势, 联姓的手段无所不

用其极, 姓系谱因而大盛;而这时斗转星移, 物是人非, 不仅 “由贱而贵者” 和 “由贫而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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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乾隆十八年 ( 1753 年) 《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 卷 2 载元武宗至大元年 ( 1308 年) 方巨川撰

《联墅方氏源流序》 。

苏洵:《嘉 集》 卷 14 《大宗谱法》, 《嘉 集笺注》, 388 页。苏洵直接以父子关系比拟大宗宗子及其继

承者的关系是不严格的, 这显然与苏氏谱法严守小宗世系的特征有关。详下 。



不愿多提往事, 就是士大夫和早先的 “贵者” 和 “富者”, 也不见得会因 “言其先” 、 “录其祖”

而得实惠 。欧阳修 《欧阳氏谱图序》 (集本) 提到:“自唐末之乱, 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

家, 多失其世次, 谱学由是废绝。” 士族 “亡其家谱”, 主要是因为战乱;显族名家 “失其世

次”, 则与政治环境 、 选举制度发生变化, 以及姓系学不再适合社会需要有关 。必须指出, 被

“废绝” 的 “谱学”, 是以姓系学为主流的官方谱学, 而不是指以世系学为基础的私家谱学 。私

人的世系谱虽然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但与官方的姓系谱相比, 损失程度要轻得多, 错误也较

容易发现。由于世系谱适应了宋代宗族的小型化 、 实体化趋势和政治现实, 故有可能成为欧阳

修等人挖掘 、恢复和重建的对象。

欧阳修在与王深甫讨论世谱问题时也提到这一现象:

惠借 《颜氏谱》, 得见一二, 大幸。前世常多丧乱, 而士大夫之世谱未尝绝也。自五代

迄今, 家家亡之, 由士不自重礼俗, 苟简之使然 。虽使人人自求其家, 犹不可得, 况一人

之力, 兼考于谬乱亡失之余。能如所示者, 非深甫之好学深思莫能也①。

文中的 “前世”, 也指唐代。欧阳修编纂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时就大量利用了唐末以前各类

宗族文献, 特别是记录各家族世系源流的文献。 “自五代迄今, 家家亡之”, 此说虽不无夸大,

但也反映了北宋时代全国范围内谱学面临断层的客观情况。欧阳修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观原

因, 是士大夫自己 “不自重礼俗, 苟简之使然” 。这一论断则有失偏颇 。身处 “公靡常产之拘,

士亡旧德之传”② 的动乱时代, 士大夫能有多大作为, 不问可知。事实上, 虽然从外部环境看,

家谱 、族谱类文献无法大量编撰, 已有的旧谱也不免散失损毁, 甚至确实可能 “家家亡之” ;但

有关宗族的各种知识 (主要是按小宗系列排列的世系记录) , 却会通过种种简繁不一的形式保存

和记忆下来, 成为宋元以后南方宗族文化渐次恢复 、 发展 、 发达的重要基础 。如苏洵的 《苏氏

族谱》, 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根据其父苏序提供的口碑资料编纂完成的③。由此看来, 为中国宗族

的发展保留了基本规范的, 应该是家族 、 宗族的私家文献, 其核心内容就是先秦 、两汉 、魏晋

以来一脉相承的小宗世系学。

到后世, 大宗谱法所受到的质疑和批评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厉, 在操作上也越来越困难 。

于是, 人们就迫切希望确定一种新的谱学原则, 提供一种新的谱牒样式, 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

谱学编撰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或许就在于此。

(二) 小宗谱法

随着小宗世系学理论地位的上升, 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 、 以记录有限的宗族关系为

目标的谱牒记录方法, 即小宗谱法 。小宗谱法的前提就是小宗世系学以五代为限的世系范围 。

由于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 大宗谱法已难以继续存在, 因而在欧阳修和苏洵的时代, 宗

族文化的恢复不是恢复姓系学, 而是逐渐恢复被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断了的世系学。反映了这一

恢复过程的, 就是在宋仁宗皇 年间由欧阳修和苏洵主持编纂的 《欧阳氏谱图》 和 《苏氏族

谱》, 即被后世引为谱牒编撰典范的 “欧谱” 、 “苏谱” 。事实上, 欧 、 苏二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并不在于对陷入消沉状态的谱学研究的唤醒, 而在于利用中国传统的世系学理论, 对宋以前的

谱学原则进行的一系列修正。如欧阳修提出了所记录之世系, 应以 “断自可见之世” 为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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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洵 《嘉 集》 卷 14 《族谱后录下篇》 :“洵既为族谱, 又从而记其所闻先人之行。 ……昔吾先子尝有

言曰……此洵尝得之先子云尔。” 《嘉 集笺注》 , 384 页。

宋祁:《新唐书》 卷 95 《高俭传》 赞。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 卷 69 《与王深甫论世谱帖》,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50册。



“谱图之法” :

谱例曰:姓氏之出, 其来也远, 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 断自可见之世, 即为

高祖, 下至五世玄孙, 而别自为世。如此, 世久子孙多, 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 。

宜以远近亲疏为别, 凡远者 、 疏者略之, 近者 、 亲者详之, 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

世, 则各详其亲, 各繁其所出 。是详者不繁, 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 各纪其当纪者,

使谱牒互见, 亲疏有伦, 宜视此例而审求之①。

苏洵则明确地将其坚持的谱法, 称之为小宗谱法 。苏洵指出:

《谱》 之所记, 上至于吾之高祖, 下至于吾之昆弟, 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 ……其说

曰, 此古之小宗也。

凡今天下之人, 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 而后可以为大宗, 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

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 其法皆从小宗②。

欧阳修 、苏洵设计的 “谱例”, 被后人推崇为小宗谱法的典范, 世称 “欧 、 苏谱法” 。但如

果仔细分析, 两者还是有一些区别 。从小宗世系学的角度来衡量, 苏谱的表述可能更严格 。清

初学者万斯大 《学礼质疑·宗法八》 对欧 、苏两种谱法的特征有过一个细致中肯的评价, 他的看

法是:

自宋以来, 为族谱者首欧阳氏 、苏氏。考欧谱采 《史记·表》 、 郑氏 《诗谱》, 依其上下

旁行, 作为 《谱图》 ;其五世则迁, 实为古者小宗之法 。故其图上自高祖, 下至玄孙, 而别

自为世 。苏谱明言从小宗之法, 故其谱自高祖而下, 而高祖之父遂迁。两家所本则同 。而

其异者, 欧谱则别为世者, 上承高祖为玄孙, 下系玄孙为高祖, 凡世再别, 而九族之亲备 。

是其谱世增而不世变 。苏法, 凡族人嫡子, 易世皆自为谱, 同高祖者其谱同;迁高祖之父

而世存先谱, 子孙得合而考之, 其谱世迁而世变。要而观之, 欧谱合收而易考, 苏谱散见

而难稽。故世之为谱者多从欧阳而不从苏氏 。

从万斯大的评论来看, 两种谱法虽然都明言自己遵循小宗之法, 但真正符合 、 并且始终申明自

己遵循小宗之法 “五世则迁” 原则的, 是随着世代的延续, 第六世将溢出 (所谓 “世迁而世

变”) 的苏谱。苏洵对于 “无服则亲尽, 亲尽则情尽”③ 的强调, 是苏谱原则最清楚的表述 。而

随着世代的延续, 世代数将向上顺延 (所谓 “世增而不世变”) 的欧谱, 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大宗谱法的某些特征, 即所谓 “详者不繁, 略者不遗” 。正由于此, 两种谱法在表达宗族的规模

时, 就出现了 “欧谱合收而易考, 苏谱散见而难稽” 的不同效果。

当然, 即使在谱牒编撰的方式和目标上欧谱有接近大宗谱法之处, 欧谱的基本性质仍然与

苏谱一样, 是以 “五世则迁” 为原则的小宗谱法。因为从根本上来说,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已

经缺乏大宗存在的必要条件。小宗数量的累积, 不可能导致大宗的产生 。关于欧谱与苏谱同样

表现了小宗谱法的问题, 不仅欧阳修早有明确的说明, 后世学者和民间社会一般也是这样认识

的。如清乾隆年间学者纪昀作 《景城纪氏家谱序例》, 对欧谱与苏谱作为小宗谱法的共同点作了

一个归纳:

详谱本宗, 别支则略, 欧阳氏 、苏氏例皆然。然二家之谱, 一支一谱者也 。今之谱,

一族一谱者也。一支一谱, 各详所出, 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谱, 例无别见, 义不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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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洵:《嘉 集》 卷 14 《苏氏族谱》, 《嘉 集笺注》, 373 页。

苏洵:《嘉 集》 卷 14 《族谱后录上篇》, 《嘉 集笺注》, 380 页。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 卷 21 《欧阳氏谱图序》, 《四部丛刊》 初编集部 150 册。



偏略也①。

宣统二年 ( 1910年) 《开沙萧氏族谱》 卷 1 《四修开沙萧氏族谱序例》, 也是同样的观点:“欧 、

苏谱皆支谱也, 故详本宗而略别支 。族谱作从同 。”

明中期以后, 位于中国南方各省 (特别是华东 、 华南地区) 的宗族, 经过宋元几百年的恢

复 、 发展和积累, 分支数量普遍有所增加, 宗族人口也出现了膨胀的趋势。于是人们在系统整

理和记录宗族的世系时, 就不再满足于小宗谱法对 “五世则迁” 原则的严格遵守, 而是提出了

在同一始祖的前提下扩大世系包容范围的要求。也就是说, 在特定的社会需要的刺激下, 大宗

谱法的某些基本原则, 特别是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的伦理原则, 又重新被人们发现了

其中内含的价值。之所以会发生如万斯大所说的 “世之为谱者多从欧阳而不从苏氏” 的现象,

当与此有关。如明万历五年 ( 1577年) 浙江皇甫庄 《范氏家谱》 “谱例” :

作谱之法, 惟欧阳 《谱图》 为善, 修谱者宗之 。上自高祖, 以及于身, 第以五世为则,

远近亲疏为别。五世尽, 则又自五世起, 而至于九世, 九世起而至于十三世, 十三世起而

至于十七世, 以至无穷, 莫不皆然 。庶详者不烦, 略者不遗。

与欧谱相比, 许多人发现严守小宗谱法的苏谱似乎过于呆板, 甚至有狭隘之嫌。元英宗至治四

年 ( 1324年) 郑玉撰 《方氏族谱序》, 愤怒声讨 “世之奸人佞士, 妄取前代名卿以为上世, 自诧

遥遥华胄, 以诬其祖, 以辱其身, 如郭崇韬拜郭子仪之墓者”, 认为用心卑劣, “其亦可诛也” 。

这番激动, 虽不免小题大作, 但冒认先贤, 毕竟令人厌烦, 遭人耻笑, 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

意的是, 在进行了上述笔伐以后, 郑玉对另外一种倾向提出的婉转批评:

至若以为谱系有限, 高 、 曾之外即不复著, 而不知先王制服以情, 后世著谱以考其源,

二者义实不同。如苏明允之序其族谱, 其亦隘矣②。

郑玉对苏谱的批评是在元代进行的, 当为同类意见中较早的一例。这说明, 如果对小宗姓系学

的原则采取刻意的和教条化的态度, 强调一丝不苟, 严格按经典所规定的界限行事, 既不符合

“先王” 初衷, 也不符合实际生活的要求 。必须指出, 苏洵本人并没有宣扬这一观点。苏谱之

“隘”, 主要是存在着 “自吾之前, 而吾莫之知焉, 已矣;自吾之后, 而莫之知焉” 的实情③, 他

对小宗世系学的严守, 多半也是不得不如此。当然, 相对而言, 欧谱以 “断自可见之世” 为准,

就在世系的记录范围上包含了可以通融的余地, 因而较容易为修谱者所接受。在具体的修谱实

践中, 人们或者对苏法作某种程度的修正, 如清雍正七年 ( 1729年) , 山西洪洞 《洪洞刘氏族

谱》 “谱例” :

遵眉山苏氏而损益之……五世后各自立祖, 叙所生于下, 此苏氏小宗法也 。无嗣者削

去, 不必再起。

或者综合采用欧 、苏二法, 各取所长, 以适应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的需要 。清同治十二年 ( 1873

年) , 河北滦邑 《李氏族谱》 “凡例” :

谱有所法, 方可以垂久远 。今谱图五世一抬, 百世不易, 法苏氏也;谱世宗次顺列,

支派无紊, 法欧氏也 。至于斟酌繁简, 亦皆依据近世名谱, 非敢臆断 。

清光绪二十年 ( 1894年) , 江苏晋陵 《晋陵奚氏宗谱》 “义例志” :

旧谱世表遵眉山苏氏, 今则兼仿欧阳氏例, 以五世为一图。由上而下推之, 为子为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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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洵:《嘉 集》 卷 14 《族谱后录上篇》, 《嘉 集笺注》, 380 页。

清乾隆十八年 ( 1753年) 《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 卷 2。按元英宗至治只及三年, 第四年应为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身处东南山区之人, 无法及时了解北方政局变更, 在纪年上往往滞后, 不必过责。

纪昀:《景城纪氏家谱序例》 , 《皇朝经世文编》 卷 58, 礼政六, 宗法上。



为曾为玄;由下而上溯之, 为父为祖为曾为高。服穷袒免, 宜再提也 。

可见对苏谱的评价应体谅其原则, 力求实事求是, 公正全面。

歙县程元凤在称赞其姻亲方氏所编族谱时, 附带地也提到了苏谱的局限:

今方君所集族系, 自羽至君, 期十五六世, 不过沿旧谱增新, 敦本正伦, 兴起后进耳 。

苏氏谓服尽则为途人, 不亦隘乎? 是不足法者。君子欲博济天下, 泽被万世, 而况一本之

亲乎①?

所谓 “服尽则为途人”, 是截取苏洵依据小宗世系学原则对当时社会状况所作分析中的一个论

点。原文见于苏洵的 《苏氏族谱》 :

观吾之谱者, 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情见乎亲, 亲见乎服, 服始于衰, 而至于缌

麻, 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 亲尽则情尽, 情尽则喜不庆, 忧不吊;喜不庆, 忧不吊,

则途人也。吾之所以相视如途人者, 其初兄弟也。兄弟, 其初一人之身也 。悲夫 !一人之

身分而至于途人, 此吾谱之所以作也 。其意曰:分而至于途人者, 势也 。势, 吾无如之何

也已。幸其未至于途人也, 使之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 !观吾之谱者, 孝弟之心可以油

然而生矣②。

据此文可知, 苏洵并不是在提倡 “服尽则为途人”, 他只是在陈述一个既成的事实 。而根据苏洵

的历史观, 这个事实又是大势所趋, 是难以避免的结局;他虽然很不愿看到, 却又无可奈何 。

苏洵作 《苏氏族谱》 的用意, 就在于为后人留一份虽不全 、但可以继承下去的家世记录 。因此,

对小宗世系学和小宗谱法在追溯宗族世系方面表现出的呆板僵化固然可以批评, 对苏谱之

“隘”, 则应充分体谅其前提和整个思路, 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

在这里,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个由小宗谱法向大宗谱法的某些传统和原则回归的倾向 。

必须指出, 在以小宗世系学和小宗谱法为主流的时代重新发现并呼唤大宗谱法的某些传统和原

则, 并不是倒退, 而是一种超越:既超越了宗族的实体性 (即小宗世系) , 体现了历史性;又超

越了实体的宗族性 (即形成同姓联盟) , 体现了地缘性 。虽然人们并非有意为之, 但就原则和逻

辑而言, 宗族世系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宗族关系的泛化和虚拟化, 因此上述 “超越” 就成了历史

发展的合理结果 。

〔作者钱杭, 1953年生, 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责任编辑: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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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苏洵:《嘉 集》 卷 14 《苏氏族谱》, 《嘉 集笺注》, 373、 374 页。

清乾隆十八年 ( 1753 年) 《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 卷 2, 程元凤撰 《方君家谱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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